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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

一m晓蒋

内容提要 古往今来,人们均认同
“
德、识、学

”
为衡量人才内在综合素质的标准。

但是,因 时代不同、人物背景不同,人 们对
“
德、识、学

”
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又有所不

同。近代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人才综合素质标准的内涵和外延就具有明显的时代烙

印和他本人思想、经历的痕迹。

关键词 郭嵩焘 人扌综合素质标准 德 识 学

人才综合素质及内在标准的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常谈常新的问题,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

此河题的看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概而言之,相 同之处在于,均认同
“
德、识、学

”
等为

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内在要求 ;不同之处在于,“德、识、学
”
等的内蕴和外延的界定因时代不同、人

物的背景不同而迥异。该文试图通过对近代开明的洋务思想家郭嵩焘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的论述

以证之。

进士出身的郭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公使。他特定的个人经历和思想轨迹及其所处的

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使郭嵩焘坚持
“
人才救国

”
的思想,对人才寄予匡救社稷的厚望。在他

的
“
人才救国

”
思想体系中,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人才的内在综合素质标准作了论述。

苜先,郭嵩焘认为,“德
”
是人才最重要的内在素质。郭嵩焘的这一观点,与

“
以德为尚

”
的传

统人才模式大体相同。但是,郭嵩焘
“
读张子全书,士君子处治朝则德日进,处乱朝则德日退,慨

然有感于言
”[I],葸识到只用过去

“
德
”
的内容来要求现时的人才,很难完全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和

“
消滞 F的国脉

”
,“ 即求旧德而用之,能挽此积渐之势乎?然 Fl^不能也

”[2]。 于是,郭嵩焘在确认

传统道德的同时,又力图对旧德的内涵加以补充ˇ

什么是
“
德
”
呢?广义的德一般指政治品质、伦理道德和个人'b理品格◇狭义的德只指前两

者,简称为政治伦理道德。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恪

守万世不变的纲常名教,具有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他引用后人伪托的黄石公素书中对
“
道、德、

仁、义、礼
”
的浅显解释,对传统的政治伦理道德作了一个简单的概括 :“夫道,道、德、仁、义、礼五

者--体也c道者,人之昕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仁者,人之

昕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礼者,人之所履,夙

兴夜寐,以 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3]对于这些,郭嵩焘本人是坚守不移的 :

“
知之而守吾心之诚然,以行之不疑,而德乃各。

”[4]除此以外,郭嵩焘又将
“
理
”
的概念引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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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之中,把它同
“
道
”
等同起来。所谓理,郭嵩焘依照王夫之的解释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

所以然也。
”[5]即理是事物的必然原因和规律,它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处事有处

事之理,待人有待人之理,处事待人做得恰到好处,合符规范就是得理,而得理就是得道,“得道

者,得其理而已
”
[’ ],“所为道理无他,以之处己,以之交人,行焉而宜,施焉而当,推而放之而心理

得,举而措之而天下安,得位者效其职,身任焉而不疑,不得位者明其理,心知焉而不敢恃
”[7]。

既然
“
理
”
与
“
道
”
一样,是人才应具有的政治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那么,怎样才能具有它呢?郭

嵩焘从反身求诸己,以修身养性为先务的传统方式出发,将
“
理
”
内化于心,提出首先求

“
理
”
于自

我,“天下事物之待理者,求之一身,而固无待于外也
”[:]。 然后,将求得的

“
理
”
首先用于律己,

“
君子之道急先自治,使其心与身皆受理焉

”[9],用 所受之理
“
勒攻吾之阙。⋯⋯攻其阙者,以修

身也,求吾身之仁,以为之推暨,精吾心之义,以 为之权衡
”[10],这样,用

“
理
”
来完善自身,就可能

做到
“
劳苦有所不恤,怨仇有所不辞

”[11],“利不足以动其心,阿谀谄附不足介其意
”[12],就可能做

到
“
不厉威严,而人自畏之,故有德必有威

”[:],也就可能成为对封建国家有用的人。为此,郭嵩

焘十分恳挚地告勉与他同属一个阶层的士大夫官僚们 :“吾辈以中才而涉末流之世,内度之身,外

度之人,忧勒惕厉,无有穷期。
”【141

前面已经说到,郭嵩焘强调
“
德
”
在人才内在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并没有超越历代封建统治者

对所需人才的客观要求。不过,郭嵩焘将
“
理
”
引人德的范畴,并把它与

“
道
”
等同起来,便 自有其

用意了。郭嵩焘试图通过
“
理
”
来对原来固有的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某种

“
合乎时宜

”
的变通和演

绎,以适应特定的历史环境。比如,他提出,既然封建阶级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天理,那么,为 了

遵从这个天理,就必须在当时
“
世变之亟

”
的危局中,千方百计地保全这种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就要认清比中国强大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人的入侵是现实存在的
“
势理
”
,并 El.必须遵

循这种
“
势理
”
,与外国侵略者妥协,也就是以屈从

“
势理
”
来捍卫
“
天理
”
。尽管求和、要协从现象

上看是耻辱和败绩:但是,只要能够顺从这种不可逆转的
“
势理
”
,由此而保全危在旦夕的封建统

治,那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处理一切夷务时,要以
“
理
”
的得失为准则,而不能以成败为转移,所谓

“
考求洋务,亦无他义,通过事理而已

”[15]。 为了说明与洋人
“
i匣知事理

”
的可行性,郭嵩焘又提

出,根据他与洋人多年打交道的经验,用理开喻洋人比用理开喻中国老百姓容易得多,“洋人能循

理路
”
,是通情达理的。所以,“窃以为控御之方,去猜嫌之见,传曰,凡事豫则立,而与外人相接,

理不充即气不壮
”[16]。 这样一来,郭嵩焘为创建的妥协求和的对外原则找到了合理、合法的依

据。当然,郭嵩焘不仅自己要一`心一意地去做
“
有理之士

”
,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统治阶级内部更多

的人知
“
势理
”
,与他志同道合,共同去向外国侵略者求和言欢,为封建统治

“
解事
”
。这`就是郭嵩

焘把
“
理
”
纳人政治伦理道德之中,作为人才基本内在素质的根本意图。

除外,郭嵩焘又把
“
气
”
作为人才的心理品格,纳入了

“
德
”
的广义范畴中。

“
气
”
即志气、勇气。

郭嵩焘的解释是 :所谓志气,就是经世济国、匡求时弊、治乱安危的志向和决心。
“
举远必至谓之

志
”[171。 所谓志气 ,“君子出处进退,求达其志而已,无欣感于其间

”[1:],“志立乎万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内,然后义可精
”[19]。 可见,志气是一个人成才、有为的内在动力,因此

“
立志要如饥渴

之于饮食
”[20]。

所谓骨气,即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志向,而始终做到独立特行,刚正廉洁 ;做到
“
富贵不能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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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 自古豪杰伟入之生,必有所自命。虽在贫贱,其气概尝加于一切功名富

贵之上
”[21]。

所谓勇气,即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而不惜一切的勇敢精神。只要有了勇气,就可以一往无

前,“志城言(郭嵩焘的弟弟),办天下事只是气,气盛则江河苴泻,才虽小,亦乘势以飞腾,气荣则

百端阻滞,虽有长才,无所用之
”[22]。

尽管郭嵩焘很强调人才
“
气
”
的个人`b理品格,但是,他又认为

“
气
”
的运用必须以

“
道
`“

义
”
、

“
仁
”
、
“
忠
”
、
“
孝
”
等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导向。

“
气,用独者也。君子特立独行,高视物表,而角之以

配道与义也∵[231。
“
君子之用气也,仁以为任

”[24]。 “大臣养吾气以致天下之气i忠孝廉节之道其

常,言 沦事功之标其准
”[25]。

此外,郭嵩焘认为,作为人才,还应具有
“
朴
”
、
“
耐
”
、
“
公
”
等个人心理品格。

什么是
“
朴
”
呢?郭嵩焘认为

“
朴
”
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正派忠厚。

“
士之立朝,要立正直忠厚为

本。正直则朝庭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

苴,则流入于懦
”[261。 囚此,“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引也,而后可与当大事,临大难而不变所

守
’’[2丬。
“
耐
”
又具有哪些含义呢?郭嵩焘认为 :“耐

”
就是坚强耐苦,百折不回的韧性。作为一个人

才,“须具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
的耐力。大凡有为之士,杰出之人都能吃苦耐劳。

“
圣贤仙佛,英

雄豪杰,只熬得一苦字过,无一时敢图逸乐,乃得有所成就
”[2S];“吾谓圣贤豪杰长处,尤坐一赖

字,险阻忧虞,艰苦挫折,都赖得下去,直是一赖字,澈上澈下,停停当当,低着头干,终其身无功 ,

亦只坐定如此干去,此为豪杰非常之才,不必其智虑果殊绝于人也
”[29]。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一

个人有了
“
耐
”
的心理品格,就能够为他锲而不舍地

“
立德卫道

”
提供可靠的保证,“贞固强忍,百屈

不挠,斯为载道之基
”[30]。 因此,“用人之法,总须用苦人,其 '心思才力皆出于磨炼:故遇事能知其

艰苦曲折,目^能耐事
”[311。

何为
“
公
”
的人格品质呢?郭嵩焘认为,即是

“
存公志私

”
的价值观。他指出

“
人之情各有所

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自和、而用智
”[32],⒈见浅鹜小,循私近利者俗吏

”[33],“ 以学问文章助其

名利之私,其贻患尤大
”[34]。 更为严重的是 :得利者小

“
气
”
,趋利者孤

“
义
”
。
“
以好利之故,颠倒

是非,其气不能昌
”[35];“ 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

”[36]。 所以,作为一个真芷的人才,定要做

到贱利重义,去私存公。重义则生无畏 ,“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b轻矣
”[37];存 公则能明理,“ 公

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内外两忘,澄然无欲,惟理是从
”
:3:]。    吝

从~L可 见,郭嵩焘对人:才
Ⅱ‘
德
”
的要求,既有所侧重,又不失全面;既完全继承了传统人才观的

基本内容,又加入了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的新成份。总而言之,郭嵩焘以对社会产生苴接作用

的政治品质为核`b,以对交往对象产生作用的伦理道德为重点,辅以对个人成才产生作用的个性

心理、人格特质,企图用这个较为系统的、具有适应力的人才德行观,来唤起封建士大夫立德、宣

德、匡扶朝庭的
“
良知
”
。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宣扬 :“ 国家所以存亡,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其强

弱
”[39];鼓吹

“
吾人进德修业,乃 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不可薄于自待

”[401。
郭嵩焘还提出,如果

“
生衰世,处污俗

”
,一时不能循

“
治乱安危

”
之理,行
“
富国美政

”
之德,那么就要激流勇退,退身以

养德 ,“ 隐者,非所以避世全身而已,所以养德也,乱世之是非以身与焉,而与争屈仲之数,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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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尚,明矣
”[41]。 “君子进而用天下,如用其身焉。退而理其身,如理天下焉

”[42]。 这样,就可

以
“
潜居抱道,以待其时

”
,也使人才的德行观更加完善了。

如果说在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素质和人才标准中,“德
”
是最重要的,那么

“
识
”
的地位仅次于

“
德
”
。而郭嵩焘对

“
识
”
的强调,从某种程度上丝毫不逊于前者。

所谓识,一般来说就是对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洞察力,对是非、得失的判断力以及掌握自

己前途和命运的自信力。郭嵩焘所说的
“
识
”
,与前面所说的

“
理
”
、
“
道
”
有密切关系。

“
识者,恒

也,知者,察也,恒者,道之纲纪,察者,道之昭著,纲纪斯雨不昧
”[431。 “识有二,有大局之远识,有

一事之深识。大局之远识,周子之所以几也 ;一事之深识无他,明乎理与势而已
”[44]。

郭嵩焘认为,作为一个人才,必须有超乎常人的识见。
“
处天下事,以识为本

”[451。 “沦天下

事,以识为主
”[46]。 “故为大臣者,以 识为本,而才次之

”[47]。 “君子以识为本,而 行次之
”[4:]。

“
识定 ,°则持之为有故而发之为有术

”[491。 如果
“
识力透出人一层,自 能剖析是非得失,不随众附

会
”[50],“不随俗转移

”
,就可能做到

“
大火流金而清风穆然,严霜杀物而和气蔼然,阴霾翳空而彗

日朗然,洪涛倒海而砥柱屹然
”
。

郭嵩焘认为在当朝
“
识
”
自勺最主要原囚是识

“
天理
”
,知
“
势理
”
。郭嵩焘提出,根据当朝极贫极

弱的局势,一个有识之士一定也是有理之士,他们以
“
理
”
而
“
论控夷狄之大,常以守为本

”[5J]。 但

是,由于今人受南宋
“
争言之战

”
的风尚昕迷惑和毒害,囚而多

“
以一战为能者

”
。
“
徒以议论相

持,贻误国家而不惜,盖非(无 )见
”[52],“ 悲哉无识

”
。郭嵩焘由此得出结论 :“天下之大患,在士大

夫之无识。
”[53卜天下大乱,由大臣之无识酿成之。

”[54卜 天下之大乱,积成于无识。
”[5p]刀阝么,怎样

来改变这种状况呢?郭嵩焘忙不迭地指出:首先,“须大臣有学识者,左右维持,盖之以诚悫坚定 ,

久而其德日新,斯为得之
”[56];同时,要切实把

“
识
”
作为是否为有用之才的重要标准 ;更为迫切的

是,最高统治者必须尽快把
“
明理审几

”
的洋务人才纳人统治阶层。囚为,这些有理、有识之士十

分难得。
“
则明理审几之才,因不易得也,知情知势,而后有以处人,狭疑之见自不生于其心 ;知理

而后有以自处,即矜张无实之言亦不屑出于其口。
⋯⋯能知处理洋务,以之纪纲万事,经营国计 ,

必皆裕如矣
”[571。

如果说
“
德
”
、
“
识
”
在人才内在素质和标准中居核心地位,那么

“
学
”
在其屮便居基础地位,即

所谓
“
非学无以立德

”
,“非学无以明识

”
,“非学不成为才

”
。

一股来说,任何社会的人才,都是由两个方面构成:其一是具有知识,其二是运用知识的能

力。而后者又是产生于前者字上的。
“
学
”
即是指知识素养。

“
学
”
的具体内容在各个阶级各个历

史时期都有所变化和侧重。按照郭嵩焘昕推崇的人才典范
——曾国藩的说法,当时的知识

“
有义

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
”[5:1。 所谓义理之学(也称道学),即是宋代以来的

中国后期封建文化的主体。它从不同的本体论角度论证了封建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将封建的纲

常名教归结为宇宙的本原
——“理
”
或
“
心
”
,将维护纲常名教归结为义。所以,义理之学是封建统

治阶级要求它的人才所必须掌握的。昕谓
“
经济之学

”
,即经世济国之学。无外乎 lJTJ是古今典章

制度之类的东西,没有脱离传统经学的范围。至于
“
词章之学

”
,即作诗填词写文章的学问。考据

之学
“
即今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

”[591。 在这四门学问中,自 然是以
“
义理之学

”
为首 ,

“
义理l明 ,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术

”[⑾ ]。 不过,在郭嵩焘年轻时,他曾对词章之学有很大的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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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而受到好友刘蓉的指责和劝勉。刘蓉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到 :“记诵之学,止于表志,而词

章之学,其终至于丧德,其德既丧,借使文采烂然,亦所谓其余不是观者。
”[611在 曾国藩、刘蓉这些

从
“
学而优则仕

”
正途上脱颖而出的封建人才的长期影响下,郭嵩焘最终接受了

“
义理重于立身 ,

文学止于润身
”
的原则。他深有体会地说 :“人须是从道学切实人手用功夫,乃能自立。

”“
学之不

修,德之不足于达天下。
”
不过,郭嵩焘也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个

“
匡时正俗利济生民

”
的人才,还要

“
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

”[64]。 他把经、子、史、传百家之书分别比譬为堂奥、门户、窗子、

厢房等,认为只有广泛
“
求其书而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治乱之故皆能

默契于心
”[65]。 他以自己为例,说他之所以能够洞悉世变,明察势理,就在于

“
读书多而见事明,

反复相寻,而理势之所趋,终必循其径而至焉,此亦自然之数也,而其议论乃以卓绝天下,亦 岂非

学问之效然与
”[661。

郭嵩焘还认为,读书的主要作用在于明理,“故吾人读书论世,首在明理,理明,自 然随处可以

理处,消患未萌
”[67]。 郭嵩焘提出,之所以当时办理洋务的官员多半都懵然无知,力不胜任,就是

没有认真渎书观理。而那些抵抗派的
“
无识
”
之论,更是没有

“
渎书观理、历考古今事变

”
的缘故。

既然非
“
学
”
不可能为岌岌可危的封建统治提供保全之计,非

“
学
”
也不可能在与强大的西方侵略

者的交往中为封建统治阶级化险为夷,那么,有无中国传统学问的坚实根基,自 然便是能否成为

人才的基本条件之一了。

在对
“
学
”
的内容界定中,郭嵩焘也有灵活、变通的

—面。他对西方文化没有象封建顽固派那

样视为洪水猛兽,加以坚决的排斥,而是采取了承认和称道的态度,并企图将其纳入中国传统学

问的系统中,以弥补其传统学问在有关外部世界的知识方面、科技方面的空白和不足。他在英国

日刂
·
,曾与日本户部官恩娄叶欧姆会谈,并问及所读有关洋务的书,认为他谈的

“
经国事宜,多可听

者,中国人才相距何止万里
”[6:1。 在他出洋的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的各项自然学科及

专家,“引次至伦敦,所见定大、谛拿娄、阿文、虎充、斯博得斯武得谈论电学、化学、光学、热学之精

微,盖见英国学问人人讲求云云
”[69]。 郭嵩焘称这些

“
亦极天下之威矣

”
。不过,尽管郭嵩焘讲了

西学、西人、西方的若干赞美之话,甚至在学习和采纳西学的某些主张上,超过了洋务派的一般观

点。但是,这些毕竞只是他思想的支流,其思想的主流仍然在
“
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
的河床里流

淌。在郭嵩焘看来,实用的学问,中国确实不及西方,而治国治民的学问还是中国的好。
“
鄙人始

及中国学问流传工千余人(年 ),圣人立身而已,治国治民之方,各具于书,此所以崇尚至今。计数

地球四大洲,讲求实在学问,无有能及泰西各国者
”[70]。 既然西方的实在学问胜于中国,中 国当

然可以在坚持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来为我所用。可见,郭嵩焘把西学作为人才必各的知识素

养,并没有
“
离经叛道

”
,依然在
“
r冖学为体,西学为用

”
的严格限制之中。

另外,郭嵩焘认为,从广义来说,人才的
“
犭
丿’
就是德1识、学二者的有机结合。既然如此,郭嵩

焘就对狭义的
“
才
”
不甚看重,并且主张敛才,认为才气不能太张。囚为

“
才者赋之天,望则须以

人
”
,才太甚容易损望。他举例说 :“子静做官之才尽有余,惟虑用才太过,必致损望,故才有余,必

务敛约
”
。[7I]郭嵩焘还认为才太足容易使人失德,“ 司马光论才德之辨,以 为人多蔽于才而遗于

德
”[721,“ 道德文章,推极于圣贤境界,亦尽无穷。若恃其才气之伏,偃然自足,遂 以文字玩弄一

切,是其倒乱是非,是使玄黄异色,天下何赖有此。
”[73]同 时,郭嵩焘还把才与志对立起来,“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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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
才悠悠,即是志不立

’”[741。

以上是郭嵩焘认定人才自身和衡量人才的二大基本要求。这三者分轻重、按主次的有机排

列和组合,便构成了郭澍焘的特定的人才内在索质和主观标准。从结构上看,就是以
“
学
”
为基础

(以 中学为主,以西学为补),以识为重点,以德为核心。从总体来看,就是要求人才做到 :“ 以德是

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 足以照下 ,⋯
⋯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

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
”[75]更 为重要的是,要求人才具体做到 :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去适应

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变化了的形势,去接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这个现实存在的
“
势理
”
,由

此获得对新的统治格局的心理承受能力。无论是
“
德
”
,还是
“
识
”
、
“
学
”
,都是紧紧田绕着这一目

的来规范、限定的。

从以上对郭嵩焘的
“
德、识、学

”
观的论述中,可 以看出,郭嵩焘的人才内在综合萦质的坏浓具

有显而易见的时代烙印和他个人作为一个较早具有洋务思想和经历的划
^建士大大的丿汀i⊥ .丿丿、Ⅲ

既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可借鉴的内容 ,同时也说明了郭嵩焘作为一个近代洋务思想家的Ⅱ叫Vj

限和个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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